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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碳平衡与人类活动强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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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土地利用碳平衡与人类活动强度间的协同关系,为沱江流域的区域协同碳减排规划

及实现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参考。[方法]基于2000—2020年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数据,使用

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碳生态承载系数、人类活动强度指标,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回归分析方法,核算了沱江

流域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并分析了土地利用碳平衡与人类活动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协同关系。[结果]
研究表明,2000—2020年沱江流域碳排放量增加了5.13×107t,其中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占90%以上;碳吸

收量变化不大,主要来自林地,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净碳排放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各区县的土地利用碳

平衡协调度均在提升,但70%以上的区域处于失调衰退状态。沱江流域人类活动强度整体处于中等强度

水平,空间上从北向南呈现“低—高—低—高”的格局。[结论]人类活动强度与人均GDP、人均碳排放均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度与人类活动强度的负相关关系随着技术进步与能源利用

效率的提高而降低。提高碳汇能力与碳生产力是改善区域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水平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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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ynergisticrelationshipbetweenlandusecarbonbalanceandhumanactivityintensity
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areferenceforregionalcollaborativecarbonemissionreductionplanning
intheTuojiangRiverbasin,andtherebymeetthegoalof“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ity”inChina.
[Methods]Usinglanduseandsocio-economicdatafrom2000to2020,carbonemissioneconomiccontribution
coefficient,carbonecologicalcarryingcoefficient,humanactivityintensityindicators,acoupledcoordination
model,andregressionanalysis,wecalculatedcarbonemissionsfromlanduseintheTuojiangRiverbasin.
Wethenanalyzed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synergisticrelationshipbetweenlanduse
carbonbalanceandhumanactivityintensity.[Results]CarbonemissionsintheTuojiangRiverbasin
increasedby5.13×107tfrom2000to2020,withconstructionlandaccountingforover90% ofcarbon
emissions.Thesmallchangeincarbonabsorptionmainlyresultedfromforestlandshowingachangepattern
ofinitiallydecreasingandthenincreasing.Thegrowthrateofnetcarbonemissionsshowedadownward
trend.Thecoordinationoflandusecarbonbalanceineachdistrictandcountywasimproving,butmorethan
70%oftheregionwasinastateofimbalanceanddecline.Theoverallintensityofhumanactivitiesinthe
TuojiangRiverbasinwasatamoderatelevel,withaspatialpatternof“low-high-low-high”fromnorthto
south.[Conclusion]Therewas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humanactivityintensityandpercapita



GDPandpercapitacarbonemissions.Thenegativecorrelationbetweenlandusecarbonbalancecoordination
andhumanactivityintensitydecreasedwithtechnologicalprogressandincreasedenergyutilizationefficiency.
Improvingcarbonsequestrationcapacityandcarbonproductivityisaneffectivewaytoimprovethecoordination
levelofregionallandusecarbonbalance.Theresultsofthisstudyprovideareferenceforregionalcollaborative
carbonemissionreductionplanningintheTuojiangRiverbasin.
Keywords:landuse;intensityofhumanactivity;carbonneutral;TuojiangRiverbasin

  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各项社会经济活动作用于

陆地表层的一种综合反应[1]。人类通过森林砍伐、农
田管理、城镇建设等活动改变土地覆被与土地利用。
碳平衡包括碳源(即碳排放)与碳汇(即碳固存)。在

长时间尺度上,自然生态系统的碳源与碳汇是基本平

衡的,但人类活动的干扰会改变陆地表层覆被状况,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之间的

碳循环过程[2]。IPCC在《气候变化与土地特别报告》
中指出,2007—2016年土地利用活动排放的温室气

体约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净排放总量的23%[3]。土

地利用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4],
人类活动也成为引起土地利用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

增加的主因[5]。因此,理解人类活动与土地利用碳平

衡的关系有利于实现土地利用可持续管理,进而减缓

土地利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
目前,国内外基于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的碳平衡

研究主要包括:时空演变分析、驱动机制研究、碳减排

空间规划与分区[6]。碳平衡的估算方法主要有模型

估算法、样地清查法、基于遥感数据的宏观估测及涡

度和箱法观测法[7]。研究尺度包括国家[8-9]、省[10-12]、
城市及城市群[1,13-14]、流域[15-16]、县域[17]等不同层次。
在表征人类活动对陆地表层的干扰程度时,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往往使用不同的指标量化其利用强度。Xia
Chang等[18]使 用 容 积 率(FAR)和 建 筑 物 覆 盖 率

(BCR)计算城市土地利用强度;Tim等[19]则定性描

述为“未受干扰的生境”“轻度使用生境”及“密集使用

的栖息地”;JianLi等[20]使用种植频率作为农业用地

强度的衡量标准;刘纪远等[21]创建了基于土地利用

结构和数量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由于以上指

标算法缺乏普适性,使得各区域研究结果缺乏可比

性。另一方面,大部分的研究主要探讨人类活动与土

地利用碳排放量间的关系,少有研究探讨土地利用碳

平衡协调状态与人类活动间的联系。沱江流域是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也是重要的粮食基地,对其进行碳

平衡分析对于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目标有

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沱江流域的县级行政单元

为研究对象,基于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结

果,采用徐勇等[1]提出的人类活动强度指标以量化人

类活动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基于耦合协调度

模型构建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度,进而总结流域尺度

土地利用碳平衡及人类活动强度的时空特征,以期探

讨土地利用碳平衡与人类活动强度间的协同关系,为
沱江流域的区域协同碳减排规划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沱江是长江的一级支流,是四川省腹部地区的重

要河流之一,发源于德阳市绵竹市清平镇。流域地理

坐标为东经103°38'—105°50',北纬27°50'—31°41'。
河流全长638km,流域面积为27840km2,地势自西

北向东南倾斜,年径流量约为3.51×1010m3。沱江流

域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多年平均气温在17.1℃;
流域内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010mm,其中上游山区为

1200~1700mm,成都平原区为850~1100mm,
中下游丘陵区为840~1150mm[22]。境内土地肥

沃,耕地集中,交通发达,是四川省重要的工业集聚发

展区和农业产区。本文依据《沱江绿色发展经济带建

设总体方案》剔除流域面积占行政区划面积比例不足

30%的区县,划定27个区县为研究区(图1)。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川S[2021]00050号标

准地图校准制作。下同。

图1 沱江流域区域地形图

Fig.1 ToporgraphicmapofTuojiangRiverbasin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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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分辨率为

30m的CLCD栅格数据集[23];DEM 数据采用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30m分辨率的SRTM 产品

(http:∥gdex.cr.usgs.gov/gdex/);GDP、人口、各产

业产值等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
及各市州统计年鉴;单位GDP能耗数据来源于《中国

能源统计年鉴》。依据中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GB/T21010-2017)将栅格数据集重分类为建设用

地、耕地、林地、水域、草地、未利用地6类。为增强不

同时期经济数据的可比性,单位 GDP能耗、各县市

GDP和产业产值均按照2000年的可比价格进行

计算。

2.2 碳排放测算

据相关参考文献[24-25],基于植被、土壤及水域的

碳吸收作用[2],本文将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等

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地类归为碳汇,而受人类活动

影响较大的建设用地归为碳源[13]。由于从10a以上

的尺度来看,农作物碳吸收量对农田生态系统碳净排

放的影响应视为零[7],因此本文将耕地归为碳源。
土地利用碳排放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的碳排放量为直接

碳排放,采用基于土地利用面积的排放系数法测算,
根据沱江流域的地形地貌及气候特征,耕地、林地、草
地、水域、未利用地的排放系数分别为:0.0479[24],

-0.581[26],-0.021[27],-0.0253[25],-0.0005kg/
(m2·a)[7]。

Ek=∑ei=∑Ti·δi (1)
式中:Ek 为直接碳排放量;ei 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产生的碳排放量;Ti 为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δi 为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吸收)系数,排放为正,吸
收为负。

建设用地所承载的人为碳排放为间接碳排放,主
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28],由于各县市的能源消耗数

据难以获取,参考相关文献[29],依据单位GDP能耗

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量进行估算。
计算公式如下:

E=GDP'×H×K (2)
式中:E 为建设用地碳排放量;GDP'为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产值(万元);H 为单位GDP能耗(t/万元)
(以标准煤计);K 为煤炭消费的碳排放系数,本文取

值0.7559(t/t)[8]。

2.3 人类活动强度

本文采用人类活动强度(HAILS,humanactivity
intensityoflandsurface)表 征 沱 江 流 域 2000—

2020年人类对陆地表层改造、开发利用程度。陆地

表层人类活动强度的计算公式[1]如下:

   HAILS=
SCLE

S ×100% (3)

   SCLE=∑
n

i=1
(SLi·CIi) (4)

式中:HAILS为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度;SCLE为建

设用地当量面积;S 为区域总面积;SLi 为第i种土

地利用/覆被类型的面积;CIi 为第i种土地利用/覆

被类型的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n 为区域内土地

利用/覆被类型数。

2.4 碳平衡测算

2.4.1 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 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

(economycontributivecoefficient,ECC)用于从经

济利益的角度衡量区域碳排放量的差异性,反映了区

域碳生产力的大小[17]。计算公式如下:

ECC=
Gi/G
Ci/C

(5)

式中:Gi 和Ci 分别表示某区县的GDP和碳排放量,

G 和C 分别表示沱江流域的GDP和碳排放总量;当

ECC>1时,则表明该地区的经济贡献率大于碳排放

的贡献率,说明具有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碳生产

力;反之,则表明该地区具有相对较低的能源利用效

率和碳生产力。

2.4.2 碳生态承载系数 碳生态承载系数(ecologi-
calsupportcoefficient,ESC)即表示某区县碳吸收

占沱江流域的比例与该区县碳排放占沱江流域的比

例的商,反映了区域碳汇能力的大小[17]。计算公式

如下:

ESC=
CAi/CA

Ci/C
(6)

式中:CAi和Ci 分别表示某县域单元的碳吸收量和碳

排放量,CA 和C 分别表示中原经济区的碳吸收和碳

排放总量。若ESC>1,则表明该地区碳吸收的贡献

率大于碳排放的贡献率,说明具有相对较高的碳补偿

率;若ESC<1,则表明该地区碳吸收的贡献率小于

碳排放的贡献率,说明具有较低的碳补偿率。

2.4.3 耦合协调度 本文依据ESC与ECC两个指

标的特性,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30]构建土地利用碳

平衡协调度以表征区域土地利用碳平衡状态。计算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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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U2-U1)×
U1

U2
(7)

  T=α1U1+α2U2  (α1+α2=1) (8)

  D= C×T (9)

式中:U1 和U2 为ESC与ECC标准化后的值且U2>
U1。C 为耦合度,当各子系统越离散,C 值越低;T 为

综合协调指数;α1,α2 均取值0.5;D 为耦合协调度。
对土地利用碳平衡耦合协调度划分等级[31](见表1)。

表1 协调等级及协调发展度的划分标准

Table1 Classificationcriteriaforcoordinationlevelandcoordinationdevelopmentdegree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碳平衡时空演变特征

3.1.1 土 地 利 用 碳 排 放 由 表 2 可 知,2000—

2020年,沱江流域净碳排放量由8.17×106t增至

5.91×107t,增幅为623.43%,年均增长2.55×106t;
碳排放量由9.74×106t增至6.10×107t。其中,建设

用地碳排放量占90%以上,增幅为604.33%;而耕地

碳排放量在不断降低,降幅为4.87%。碳吸收量则变

化不大,主要来自林地,碳吸收总量随林地面积变化

而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人均碳排放在不断增加,

2020年的人均碳排放量是2000年的7.01倍。单位

GDP碳排放则以2005年为界,呈现先增后减的趋

势。沱江流域的能源利用效率在不断提高。

表2 2000—2020年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碳排放及变化趋势

Table2 TrendsoflandusecarbonemissionsandchangesinTuojiangRiverbasinfrom2000to2020

年份
碳排放总量/
104t

碳源/104t
建设用地 耕地

碳吸收总量/
104t

碳汇/104t
林 地 草 地 水 域 未利用地

净碳排放总量/
104t

单位GDP排放
量(t/104 元)

人均排放量
(t/人)

2000 973.87 849.68 124.19 -156.40 -155.40 -0.22 -0.78 0.00 817.47 0.81 0.40
2001 1038.32 913.69 124.63 -154.11 -153.07 -0.22 -0.81 0.00 884.21 0.81 0.43
2002 1152.27 1027.58 124.69 -152.42 -151.38 -0.22 -0.82 0.00 999.85 0.83 0.49
2003 1366.06 1241.12 124.93 -148.00 -146.96 -0.22 -0.82 0.00 1218.06 0.90 0.60
2004 1647.26 1522.38 124.88 -146.97 -145.92 -0.22 -0.83 0.00 1500.29 0.97 0.73
2005 1928.87 1804.01 124.85 -145.29 -144.22 -0.22 -0.86 0.00 1783.57 1.01 0.87
2006 2176.84 2052.04 124.80 -144.78 -143.70 -0.22 -0.86 0.00 2032.07 1.01 0.97
2007 2434.58 2309.85 124.73 -143.41 -142.32 -0.22 -0.87 0.00 2291.17 0.99 1.10
2008 2531.32 2406.94 124.38 -145.15 -144.03 -0.22 -0.90 0.00 2386.17 0.94 1.14
2009 2843.02 2719.13 123.89 -147.39 -146.23 -0.23 -0.93 0.00 2695.63 0.92 1.28
2010 3265.64 3142.58 123.06 -154.03 -152.84 -0.24 -0.95 0.00 3111.61 0.91 1.47
2011 3770.97 3648.45 122.52 -156.70 -155.49 -0.24 -0.97 0.00 3614.27 0.91 1.70
2012 4193.55 4071.32 122.23 -158.30 -157.10 -0.25 -0.95 0.00 4035.25 0.89 1.90
2013 4469.73 4347.58 122.15 -152.69 -151.48 -0.25 -0.95 0.00 4317.04 0.86 2.02
2014 4756.05 4634.08 121.97 -153.74 -152.55 -0.25 -0.94 0.00 4602.30 0.83 2.15
2015 4917.34 4795.77 121.57 -157.06 -155.88 -0.25 -0.92 0.00 4760.28 0.79 2.21
2016 5086.58 4965.47 121.11 -161.41 -160.27 -0.25 -0.88 0.00 4925.17 0.76 2.31
2017 5340.43 5219.67 120.76 -164.33 -163.21 -0.25 -0.87 0.00 5176.10 0.74 2.45
2018 5577.74 5457.38 120.36 -167.08 -165.97 -0.24 -0.86 0.00 5410.66 0.71 2.55
2019 5909.44 5789.55 119.89 -170.87 -169.77 -0.24 -0.85 0.00 5738.58 0.70 2.72
2020 6102.63 5984.48 118.15 -188.83 -187.74 -0.24 -0.86 0.00 5913.80 0.70 2.81

  由图2可知,2000—2020年沱江流域的净碳排放

增长率在2004年达到峰值23.17%后便不断下降,并在

2015年达到最小值3.43%后保持较低的增速,整体

呈下降趋势,相关的碳减排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如图3所示,2000年沱江流域整体处于低排放状

态,各区县碳排放量均大低于1.00×106t;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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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以上的区县碳排放量高于1.00×106t;2020年沱

江流域高排放区域进一步扩大,上游的什邡、绵竹、彭
州市,下游的威远县、东兴、贡井、大安区碳排放低于

2.00×106t,泸县、新都、龙泉驿区和金堂县的碳排放

量均超过3.00×106t。从空间分布来看,上游成都平

原经济区的碳排放量高于下游川南经济区。

图2 沱江流域2001—2020年净碳排放量增长率

Fig.2 GrowthrateofnetcarbonemissionsinTuojiang
Riverbasinfrom2001to2020

3.1.2 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度 由表3可知,随着能

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及退耕还林政策的有序推进,
沱江流域各区县的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度均在提升,
但70%以上的区域处于失调衰退状态。其中,青白

江、新都、贡井、大安、沿滩、龙马潭、旌阳区、广汉市、
市中区及隆昌县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乐至、安岳、仁寿

县则处于过渡发展状态;彭州市、荣县、什邡市、绵竹

市及威远县处于协调状态。

表3 2000—2020年沱江流域各区县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度

Table3 Coordination ofland uscarbon balancein
variousdistrictsandcountiesofTuojiangRiver
basinfrom2000to2020

地 区
碳平衡协调度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龙泉驿区 0.19 0.22 0.24 0.23 0.28
青白江区 0.11 0.13 0.14 0.17 0.20
金堂县 0.17 0.20 0.19 0.23 0.25
新都区 0.00 0.00 0.00 0.00 0.00
彭州市 0.78 1.00 1.00 0.78 0.97
自流井区 0.08 0.12 0.15 0.18 0.20
贡井区 0.00 0.00 0.00 0.00 0.00
大安区 0.05 0.07 0.08 0.11 0.12
沿滩区 0.06 0.09 0.08 0.09 0.12
荣 县 0.53 0.62 0.59 0.64 0.71
富顺县 0.22 0.27 0.25 0.29 0.31
龙马潭区 0.10 0.11 0.13 0.11 0.10
泸 县 0.24 0.28 0.27 0.26 0.27
旌阳区 0.08 0.12 0.12 0.19 0.21
广汉市 0.05 0.07 0.07 0.09 0.11
什邡市 0.56 0.67 0.75 0.75 0.80
绵竹市 1.00 0.83 0.83 0.97 0.85
市中区 0.04 0.06 0.09 0.11 0.13
东兴区 0.13 0.19 0.20 0.22 0.23
威远县 0.61 0.66 0.58 0.66 0.75
资中县 0.22 0.29 0.26 0.32 0.35
隆昌市 0.12 0.13 0.15 0.18 0.18
仁寿县 0.34 0.39 0.42 0.44 0.52
雁江区 0.11 0.14 0.16 0.20 0.24
安岳县 0.39 0.62 0.57 0.50 0.59
乐至县 0.27 0.31 0.31 0.44 0.54
简阳市 0.20 0.24 0.26 0.29 0.34

图3 2000,2010,2020年沱江流域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distributionofnetcarbonemissionsfromlanduseinTuojiangRiverbasinin2000,2010and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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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20年沱江流域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的

极差在0.47~2.25区间、碳生态承载系数的极差在

5.85~12.82区间,各区县之间碳生产力的差异小于

碳汇能力。依据相关文献[9,12],将沱江流域的碳平衡

状态分为Ⅰ类(ECC>1,ESC>1)、Ⅱ类(ECC<1,

ESC>1)、Ⅲ类(ECC>1,ESC<1)、Ⅳ类(ECC<1,

ESC<1)。沱江流域上游的碳平衡状态优于下游。
其中,仁寿、威远、荣县、安岳县及绵竹、什邡、彭州市的

状态较为稳定,为Ⅰ类区。成都平原经济区主要从Ⅳ类

转为Ⅲ类,碳生产力在提升。川南经济区的富顺、泸县

由Ⅲ类转为Ⅳ类,碳生产力在减弱;市中区、自流井、龙
马潭区则是由Ⅳ类转为Ⅲ类,碳生产力在提升(图4)。

图4 2000,2010,2020年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碳平衡分区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distributionoflandusecarbonbalancezoninginTuojiangRiverbasinin2000,2010and2020

3.2 人类活动强度时空演变特征

基于前人研究[5]将2000,2010,2020年的人类活

动强度分为低(<15%)、较低(15%~20%)、中(20%~

25%)、较高(25%~30%)、高(>30%)5个等级。2000—

2020年沱江流域人类活动强度由18.91%逐渐增至

20.53%,增幅为1.62%,整体处于中等强度水平(图5)。

图5 2000,2010,2020年沱江流域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distributionofhumanactivityintensityinTuojiangRiverbasinin2000,2010and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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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沱江流域各区县人类活动强度均在

25%以下;2010年仅旌阳区、广汉市、新都区、龙泉驿

区的人类活动强度超过了25%;而2020年人类活动

强度大于25%的区域进一步扩张,主要集中在成都

平原。人类活动强度变化最大的是新都区,增加了

14.7%;其次为龙泉驿、青白江、龙马潭、旌阳区及广

汉,变化量均超过了5%。沱江流域的人类活动强度

从北向南呈现“低—高—低—高”的格局,其中位于上

游的成都平原经济区城市群和下游的川南经济区城

市群的人类活动强度较大。

3.3 人类活动强度与碳平衡的协同关系

将2000—2020年沱江流域的人类活动强度与人

均GDP、人均碳排放量进行回归分析。由图6可知,

沱江流域的人类活动强度与人均 GDP、人均碳排放

的均存在极显著的线性关系(p<0.01),R2 分别为

0.9549,0.9843,各线性回归方程拟合度较高。人类

活动强度可以解释人均GDP、人均碳排放96%以上

的变化原因,均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将2000,2010,2020年沱江流域各区县的人类活

动强度和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度进行皮尔逊相关系数

和线性回归分析。2000,2010,2020年的皮尔逊相关系

数为:-0.906,-0.806,-0.737,均呈现出0.01水平的

显著性。沱江流域各区县的人类活动强度与土地利用

碳平衡协调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1),2000,

2010,2020年线性回归方程的 R2 分别为:0.8215,

0.6481,0.5437,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度均较好(图7)。

图6 沱江流域人类活动强度与人均GDP值、人均碳排放的关系

Fig.6 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ctivityintensityandpercapitaGDPandpercapitacarbonemissionsinTuojiangRiverbasin

图7 沱江流域人类活动强度和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度的关系

Fig.7 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ctivityintensityandlanduse
carbonbalancecoordinationinTuojiangRiverbasin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土地利用碳平衡受碳生产力与碳汇能力的影响。
沱江流域的植被覆盖度低,林地面积比例在10%以

下,草地、水域及未利用地面积比例在2%以下,因

此,流域整体碳汇水平较低,其碳排放量显著大于碳

吸收量,导致流域的净碳排放量及人均碳排放量逐年

增大。而单位GDP能耗及净碳排放增长率的降低趋

势则说明流域的资源利用效率在不断提高,碳生产力

水平在不断提升。尽管各区县净碳排放量都在向高

排放状态演变但仁寿、威远、荣县、安岳县及绵竹、什
邡、彭州市等林地面积较大,碳汇能力较强的区县的

碳平衡状态在20a间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可以

推断,提升碳汇能力是稳定碳平衡状态的重要途径。
沱江流域各区县的人类活动强度及土地利用碳

平衡协调度均在增大,技术进步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

高可使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度与人类活动强度的负

相关程度逐渐减弱。成都平原经济区的人类活动强

度高于川南经济区,上游受人类干扰的程度较下游

高,但上游的碳平衡状态却优于下游。由此可推,不
同区域土地利用碳平衡失调的人类活动强度值不一。
区域的自然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会影响区域碳平

衡的抗干扰能力,而碳生产力水平高的区域,抗干扰

能力强。因此,经济发展快、城市化水平高、碳减排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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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的区域可以通过提升碳生产力水平来提高区域

碳平衡的抗干扰能力,从而提升区域土地利用碳平衡

的协调水平。
本文对沱江流域的区域碳减排规划提出以下建

议:绵竹、什邡、彭州市荣县、威远、安岳、乐至县等碳

平衡发展协调的区域可在稳定碳汇能力的同时谋求

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宜

地发展现代农业、低碳产业;在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

下推进建设高标准农田、绿色农田、生态农业等特色

产业。而其他碳平衡失调的区域应以降低碳排放增

速为目标;通过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以控制建设用地

扩张;通过严格保护并规划增加生态用地,同时提高

城市绿化率以提高区域碳汇能力;通过升级产业结

构、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并促进产业技术革新以控制

碳排放增长。

4.2 结 论

(1)2000—2020年沱江流域表现为净碳源。净

碳排放量增加了5.10×107t;碳排放量增加了5.13×
107t,主要来自建设用地;碳吸收量则变化不大,主要

来自林地。沱江流域的人均碳排放在不断增加,由

0.4(t/人)增至2.81(t/人),但单位GDP碳排放量及

净碳排放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沱江流域的能源利用效

率在不断提高,相关的节能减排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2)沱江流域各区县的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度

均在提升,但70%以上的区域处于失调衰退状态,上
游地区的碳平衡状态优于下游。仁寿、威远、荣县、安
岳县及绵竹、什邡市的等区县的碳生产力与碳汇能力

处于相对发展协调状态,其余区县处于衰退状态。碳

平衡失调的区域主要分布城市化水平高、碳生产力较

高的区域;碳平衡发展协调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林地面

积较大,碳汇能力较强的区县。
(3)沱江流域人类活动强度整体处于中等强度

水平,空间分布从北向南呈现“低高低高”的格局。沱

江流域的人类活动强度与人均 GDP、人均碳排放的

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各区县的人类活动强度与

土地利用碳平衡协调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但相关程

度将随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及技术的进步而减弱。
不同区域土地利用碳平衡失调的人类活动强度值不

同。在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类活

动强度不断增大的发展趋势下,提升碳生产力水平是

改善区域土地利用碳平衡状态的有效途径,提高碳汇

能力是稳定土地利用碳平衡状态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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